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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经典的捐赠经济模型基础上,构建扩展的慈善捐赠模型以研究非营利组织在线问责实践对组

织捐赠收入的影响,并以我国基金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基金会在线问责水平整体不

高,公募基金会在在线财务披露和在线业绩披露方面明显好于非公募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的在线交互水平

好于公募基金会;在线问责实践影响了组织的捐赠收入,但基金会类型调节了这种影响效果,公募基金会的捐赠

收入受到在线财务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在线业绩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

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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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捐赠是当前非营利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１],但是近几年我国频发的非营利组织暗箱操作及财务

管理混乱丑闻,严重打击了民间捐赠的积极性,加之非营利组织领域竞争的加剧[２],直接导致大量非

营利组织,特别是中小组织陷入资金缺乏的困境.
同时,这些因素也让我国的捐赠者更加理性,他们已经不再看重一个组织强调的“好的愿景”,而

更多的看重组织的“结果”、“问责性”和“投资回报”[２].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慈善捐赠市场与资本市

场非常类似,资本市场中公司需要确保投资人资金的安全以成功募集资金,而在慈善捐赠市场中,非
营利组织要让捐赠者认识到组织能够有效地使用捐款从而完成组织的使命,只有这样,组织才能够在

捐赠市场中赢得胜利[３].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非营利组织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先进的网络技术在非营利组织

领域内的快速扩散给组织提升问责能力带来了巨大潜力.网站已成为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重要渠

道,并且随着各种社交媒体的兴起,组织开始使用社交媒体与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双向沟通,捐赠者

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与组织直接进行交流并且反馈自己的意见,组织与客户之间的信息披露及沟通成

为一种实时的过程,而不再是一种静态的活动,这种被学者们称为“在线问责”的实践正成为非营利组

织问责的重要形式.在线问责,又被称为虚拟问责,是指组织通过任何可使用的网络技术,实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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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信息反馈、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等机制,向利益相关者说明及提升组织可问责性的一种问责实

践[２][４],它包括“在线披露”和“在线交互”两个维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组织提高信息透明度,缩小组

织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客户与组织之间的交互程度,通过让客户参与到

组织决策过程中,提升组织的响应性,而这些是与公众搭建信任桥梁的最基本方式.
尽管在线问责得到了学术界和业界充分的关注,但是捐赠者是否真的在乎组织的在线问责实践,

以及组织的在线问责实践是否会真正影响一个组织的捐赠收入,还没有系统研究.如果有影响,在线

问责实践的两个维度对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是否会有所不同? 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

于我们加深理解在线问责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以 Weisbrod和 Dominguez的捐赠经济模型为基础[１],构

建扩展的慈善捐赠模型.尽管 Weisbrod和Dominguez的捐赠经济模型得到了大量学者的应用和验

证,但是信息技术在个人和组织中的普遍应用让模型显得不再完整,在信息技术时代,捐赠者可能会

对组织的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买账”,以捐赠行为来回应组织信息技术的使用.为此,本文将分析组织

的在线问责实践在捐赠模型中所表现出的“信息效应”,对在线问责实践的两个维度———在线披露和

在线交互———对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构建扩展的慈善捐赠模型,并以中国基金会样本

检验模型.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在线披露与慈善捐赠

随着网络技术在非营利组织领域的扩散,在线信息披露已成为当前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重要

方式[２],这种披露方式的转变来自两方面的驱动:一方面,网络技术提升了公众获取重要信息的能力

和兴趣.当今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普通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成为最容易使用的渠道.
研究表明,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４６．９％,越来越多的人已习惯从网络上获

取信息,这种方式也正影响着人们的志愿行为、捐赠行为以及与慈善组织的交互方式.特别需要关注

的 “千禧一代”是未来慈善组织主要的捐赠者、志愿者和支持者,他们对网络技术的依赖是不可能改

变的,如果一个组织想在未来的环境中生存,他们必须学会使用网络技术与他们未来的利益相关者进

行交互[４].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为组织提供了一条低成本发布信息的渠道,它提升了组织披露财务信

息和运作信息的能力,通过交互式网络技术的使用,公众参与组织决策的成本大大降低,方便了利益

相关者的参与.
在线信息披露包括在线财务披露和在线业绩披露两个子维度[２],财务问责和业绩问责这两个维

度本质上都是通过组织的自愿信息披露向利益相关者说明组织的问责性.一个组织的在线财务披露

水平可以通过组织在网站上披露财务信息的程度来度量,非营利组织的在线财务信息披露包括审计

报告、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捐赠信息、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等内容;一个组织的在线业绩披露水平

可以通过组织在网站上披露组织业绩目标及产出信息的程度来度量,非营利组织的在线业绩信息披

露包括组织荣誉、资助项目、项目影响、组织影响、资助故事等内容.
财务和业绩信息的披露已经成为非营利组织治理和问责的重要维度,因此,非营利组织应该更多

地披露这两方面的信息以提升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归纳起来,在线信息披露可以发挥以下三方面作

用并影响公众对组织的支持行为:
第一,在线信息披露可以作为传统信息披露的重要补充.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披露财务及其他信

息,那些重要和频繁的捐赠者会比较不同组织的财务信息[３],比如通过组织的项目支出比来衡量组织

的效率,在作出捐赠决策前,潜在捐赠者会更主动地搜集组织相关财务信息.除了财务信息这种了解

组织有效性的间接方式外,一个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目的是履行组织的使命,创造社会价值,一个组织

的有效性还需要通过组织业绩来体现[５].捐赠者希望组织提供除了财务信息之外的业绩数据,他们

需要这些补充信息来评估一个项目的影响,通过组织设定的目标使命和组织为此做出的努力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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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一个组织的绩效[２].研究也表明组织通过提供业绩信息可以提升捐赠者对组织的认知,进而会

提升组织未来的捐赠收入[６].
第二,相比传统信息渠道,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易传播性很好地解决了组织与公众之间信息的

不对称性.在非营利组织捐赠市场中,组织与捐赠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捐赠者往往不是组

织所提供服务、产品和项目的直接受益人,因此捐赠者难以直接评估组织服务的质量.为了克服这个

问题,出现了很多第三方机构来发布组织评估指数,比如基金会中心网的“中基透明指数”、民政部的

“社会组织透明指数”等,这些机构基于组织的信息披露程度对组织进行评分,评估指数可以辅助公众

进行决策.组织网站实际上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通过向公众披露更多的财务及其他补充信息,组织

可以向公众传达更多的组织理念,提升组织的品牌.因此,相比不提供或者提供很少信息的组织来

说,公众可能对那些提供更多信息的组织认知度更高,进而更愿意对这些组织进行捐赠.
第三,在线信息披露可以作为组织问责的重要信号.在线信息披露并不是强制性的,披露什么以

及披露程度基本上由非营利组织自己决定,属于一种自愿行为,所以,在线信息披露实际上作为一个

信号工具,向目前和未来的捐赠者传达了组织问责的信号.一个能够自愿披露更多信息的组织意味

着这个组织对公众是负责的,也愿意接受公众的问责,相应地,公众也认为这样的组织具有更高的效

率,更加可信.因此,公众也更可能向那些主动进行在线信息披露的组织进行捐赠[７][８].基于以上分

析,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１:非营利组织的在线财务信息披露水平与组织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

H２:非营利组织的在线业绩信息披露水平与组织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
(二)在线交互与慈善捐赠

传统问责视角比较狭隘[４],对问责的理解及实践暴露出很多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和问责实践

主要关注“向上问责”,强调对组织的资源提供者、政策规划者等上层利益相关者进行问责,表现形式

主要是向上进行财务问责和业绩问责,而对客户等实际的服务对象缺乏响应,客户成为相对弱势的利

益相关者,他们的需求经常被忽略[２][９].
为此,学者们正在不断呼吁非营利组织要更加关注客户及其他受影响人的“向下问责”需求,提升

组织与客户之间的交互,通过让客户参与到组织决策过程中,提升组织的响应性,这也是非营利组织

的宗旨所在.我们可以将这种问责称为“对话式问责”,它不仅强调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直接、参与

式的关系,而且强调问责是“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结尾时的活动”[２].
网络发展为非营利组织开展对话式问责创造了天然的渠道,组织可以通过网站的交互式特征来

提升公众与组织之间的交互沟通,组织还可以建立自己的微博、社交网站主页来提升组织的交互能

力,与公众实时对话,接收公众信息反馈.在线问责的第二个维度“在线交互”,主要关注各种利于组

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交互的网络机制,可以通过组织使用这些机制的程度来

度量,这些机制包括社交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
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在线交互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人们期望组织能够提供这些渠道,以便于沟

通交流,因此,提供更多交互机制的组织能够满足人们对组织合法性的期待.交互性越高的组织,公
共关系质量往往会越好,公众会更信任组织[１０].研究表明,在微博上对用户进行更多回复的组织,能
够显著提升组织公共关系质量[１１],进而会影响公众对组织的评估及后续行为[１２],组织公共关系质量

越高,公众就越可能通过具体行为支持组织[１３],比如通过捐赠、持续捐赠甚至影响其他人捐赠来支持

组织的发展[１４].
对交互性的理解可以分为过程性视角和功能性视角[１５].从过程性视角出发,已有研究发现非营

利组织使用在线交互平台主要用于单向发布信息,双向交互功能使用偏少[１６],但这可能并不会影响

公众对组织交互性的认知;功能性交互视角认为,组织交互机制的存在本身就是组织具有交互性的最

好证明,拥有更多交互机制的组织,它的交互性就越高[１５].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３:非营利组织拥有在线交互机制的数量与组织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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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基金会中心网,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７日网站可查询

３１５０家基金会的信息,其中拥有网站的基金会共有８５０家,仅占２７％.基金会中心网提供了大多数

组织的信息,包括组织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及捐赠信息.但在这８５０家基金会中仍存在一

些组织的信息披露不全,比如缺少组织公益支出等信息.另外,教育类基金会和非教育类基金会在捐

赠收入影响因素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只关注非教育类基金会,最后得到公募基金会样本２１３家,
非公募基金会样本１１８家,共计３３１家基金会,在线财务披露、在线业绩披露的度量以及其他独立变

量的度量基于基金会２０１１的数据,而在线交互机制度量及基金会捐赠收入来自２０１２年的数据.
为获取这３３１家基金会的数据,首先,我们对组织网站信息进行了详细地搜索,因为不同网站的

布局是不一样的,特定信息所在的位置往往不确定,因此有必要浏览整个网站来确定某些信息是否存

在.其次,关于博客、微博、微信及社交网站的信息,主要通过组织网站来收集,但有些组织虽然开通

了相应的主页,在网站上却并没有链接,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到国内主要的服务提供商平台

搜索相应组织的主页信息.最后,在编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信息类别模糊的情况,如某条信息是“财
务披露”还是“业绩披露”不好判断,这时我们让编码小组三个成员分别对信息的类别进行标注,然后

从三个标注中选取最多的类别赋予每条信息.
(二)在线问责指标体系及变量量化

首先解释在线问责的度量方法,表１为在线问责维度及指标体系.我们选取其中的７个财务指

标———理事薪酬、财务管理制度、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资金用途、主要捐赠人,来评

价一个组织的在线财务披露水平;用组织荣誉、项目影响、组织影响和资助故事４个指标来评价一个

组织的在线业绩披露水平.本文从功能性交互视角来考察组织的在线交互能力,用博客、微博、社交

网站(人人网和开心网)、微信４个机制的存在与否来评价一个组织在提供沟通交互渠道方面做出的

努力程度.其中每个具体指标如果存在得１分,不存在得０分,定义在线财务披露指数(FDI)、在线

业绩披露指数(PDI)、在线交互机制(INTERACTION)分别为组织所提供的每个维度的指标数占该

维度总指标数的比例,取值范围为[０,１]区间.使用 Cronbach􀆳sAlpha来测量三个维度指标体系的

信度,分别为０􀆰９５、０􀆰７０、０􀆰６５,表明三个维度都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
　表１ 在线问责维度及指标体系

维度 评价指标
统计结果(比例％)

全样本(N＝３３１) 公募基金(N＝２１３) 非公募基金(N＝１１８)

在线财务披露

在线业绩披露

在线交互机制

理事薪酬 ６７(２０．２) ４６(２１．６) ２１(１７．８)
财务管理制度 ９１(２７．５) ６３(２９．６) ２８(２３．７)
年度工作报告 ６６(１９．９) ４７(２２．１) １９(１６．１)
审计报告 ９５(２８．７) ６５(３０．５) ３０(２５．４)
资产负债表 １００(３０．２) ６９(３２．４) ３１(２６．３)
资金用途 ７１(２１．５) ４９(２３．０) ２２(１８．６)
主要捐赠人 ７８(２３．６) ５２(２４．４) ２６(２２．０)

组织荣誉 １２６(３８．１) ９１(４２．７) ３５(２９．７)
项目影响 １７７(５３．５) １２８(６０．１) ４９(４１．５)
组织影响 １８１(５４．７) １２２(５７．３) ５９(５０．０)
资助故事 １８９(５７．１) １３１(６１．５) ５８(４９．２)

博客 １４(４．２) ５(２．３) ９(７．６)
微博 ５９(１７．８) ３４(１６．０) ２５(２１．２)
社交网站 １２(３．６) ６(２．８) ６(５．１)
微信 ４４(１３．３) ２６(１２．２) １８(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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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年龄(AGE)、组织捐赠收入(DONATION)、筹款费用(FUND_EXP)可从组织信息中直接

收集;捐赠价格(PRICE)定义为总费用支出/公益事业支出;基金会类型(TYPE)分为公募和非公募

两种,取值为０或者１,０代表非公募,１代表公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代码
全样本(N＝３３１) 公募(N＝２１３) 非公募(N＝１１８)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AGE ３ ３２ １１．８ ８．７ ３ ３２ １４．６ ８．８ ３ ３２ ６．８ ５．５
FUND_EXP ０ １３７９．１ １４．７ ８５．０ ０ １３７９１．０ ２１．９ １０５．２ ０ ６８．０ １．７ ７．４
PRICE １ ４５．９ １．３ ２．５ １．０ ４５．９ １．４ ３．１ １ ２．８ １．１ ０．３
FDI ０ １ ０．３ ０．４ ０ １ ０．３ ０．４ ０ １ ０．２ ０．４
PDI ０ １ ０．５ ０．４ ０ １ ０．６ ０．４ ０ １ ０．４ ０．３
INTERACTION ０ １ ０．１ ０．２ ０ １ ０．１ ０．２ ０ １ ０．１ ０．２
TYPE ０ １ ０．６ ０．５ － － － － － － － －
DONATION ０ １４１５２４．３ 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４１５２４．３ ４２７４．８１２４８０．０ ０ ３１８０２．４１２６４．３ ３４８４．９

　　注:变量FUND_EXP和 DONATION以万元为单位进行报告,在后续检验中以元为单位进行回归分析.

　　表２中的数据显示,我国慈善基金会在线财务披露、在线业绩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差异都很大,
最小值都为０,而最高值都为１.其中,在线业绩披露情况最佳,均值达到了０􀆰５,而在线交互水平最

差,均值仅为０􀆰１.公募基金会的在线财务披露水平(均值０􀆰３)和在线业绩披露水平(均值０􀆰６)均好

于非公募基金会,而在在线交互水平方面两者相同(均值都为０􀆰１).在捐赠价格方面,我国慈善基金

会的平均捐赠价格为１􀆰３,这表明为了产生１元的公益输出,捐赠者需支付１􀆰３元的成本,其中０􀆰３
元作为管理支出.

(三)研究模型

本文提出的模型以 Weisbrod和Dominguez的捐赠经济模型为基础[１].该模型是研究捐赠收入

的重要模型,它借鉴经济领域中的理论,将捐赠收入看做是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产出需求,认为捐赠

收入是价格、质量和广告支出的函数.捐赠不仅被用于公益服务,还包括其他一些管理支出,模型使

用“捐赠价格”来表示捐赠者为了购买一美元公益输出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因此,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组织的效率.研究发现,价格与组织捐赠收入显著负相关,一个组织的捐赠价格越高,意味着组

织效率越低,那么组织接收到的捐赠收入就会越低.模型使用组织年龄来代表组织的质量,用筹款费

用来代表组织的广告支出,就像客户市场中广告效果一样.筹款活动可以将组织的项目执行质量及

组织业绩等信息传达给捐赠者,采取筹款策略的组织更容易提升捐赠者的组织认同,进而提升组织的

筹款能力.模型虽然是在西方制度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刘亚莉等验证了模型在中国环境下的适用

性[８],因此,本文以这个模型作为研究的基本模型,如下所示:
Ln(DONATIONit)＝β０＋β１PRICEit－１＋β２Ln(FUND_EXPit－１)＋β３AGEit (１)
本文提出的假设１和假设２用来检验组织在线财务信息披露和在线业绩信息披露对组织捐赠收

入的影响,而假设３则检验组织在线交互对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组织类型也影响组织的捐赠收入[６][１７].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国的基

金会可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由于它们在是否可以向公众募集资金上存在差异,因此,将
组织类型作为虚拟变量加入模型,并通过组织类型与FDI、PDI和INTERACTION 的交乘项来分析

组织类型的调节效应.具体分析模型如下:

Ln(DONATIONit)＝β０＋β１FDIit－１＋β２PDIit－１＋β３INTERACTIONit＋β４PRICEit－１＋

β５Ln(FUND_EXPit－１)＋β６AGEit＋β７TYPE＋β８TYPE×FDIit－１＋

β９TYPE×PDIit－１＋β１０TYPE×INTERACTIONit (２)

四、结果分析

首先我们对基金会在线问责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如表１所示.从表１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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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线财务信息披露总体情况不理想,披露财务管理制度、审计报告及资产负债表的基金会仅占

３０％左右;在线披露理事薪酬、年度工作报告、资金用途及主要捐赠人信息的基金会仅占２０％左右.
相比较而言,公募基金会的在线财务披露情况好于非公募基金会的披露情况.在业绩披露方面,总体

而言,对组织项目影响、组织影响及资助故事进行在线披露的基金会超过了５０％,但是只有１２６家基

金会披露了组织所获荣誉,仅占３８􀆰１％.在业绩信息披露方面,公募基金会的在线业绩披露水平也

明显好于非公募基金会.在在线交互机制方面,使用较多的是微博,但也仅占了１７􀆰８％,微信也开始

在基金会得到使用,有赶超微博的趋势,使用率达到了１３􀆰３％,而使用博客、社会网站的基金会数量

却非常少,这也反映了微博、微信这些新兴社交媒体在我国非营利组织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应用.与前

三项指标不同,非公募基金会对在线交互机制的使用要好于公募基金会.由表２可知,整体来看,我
国基金会的在线问责水平还偏低,在线财务披露、在线业绩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平均值分别为０􀆰３、

０􀆰５和０􀆰１,都未超过０􀆰５,公募基金会的在线问责平均水平(０􀆰３、０􀆰６、０􀆰１)略好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平

均水平(０􀆰２、０􀆰４、０􀆰１).
为了验证假设１、假设２和假设３,本文使用SPSS１９􀆰０软件,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采用进

入回归方法,模型整体拟合及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首先使用全样本对模型进行回归,回
归结果表明基金会类型调节了在线财务披露、在线业绩披露对捐赠水平的影响效果,因此,采用分组

回归对公募基金会样本和非公募基金会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前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方差膨胀

因子检验表明所有模型自变量都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于捐赠经济模型和本文提出的假设模

型,回归结果显示六个模型中除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模型外F检验都是统计显著的,表明模型线性

回归关系成立,总体拟合指标———校正的决定系数(adjustedR２)分别为０􀆰０９５、０􀆰０９８、０􀆰２４５、０􀆰２６１、

０􀆰１０７,表明本文提出的模型相比捐赠经济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度,而公募基金会样本模型的拟合度

要高于非公募基金会样本模型.
　表３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基本模型 本文模型

全样本
(N＝３３１)

公募
(N＝２１３)

非公募
(N＝１１８)

全样本
(N＝３３１)

公募
(N＝２１３)

非公募
(N＝１１８)

常量 １３．７４０∗∗∗ １４．８５４∗∗∗ １５．１７１∗∗∗ １２．３１０∗∗∗ １４．４６９∗∗∗ １３．４１５∗∗∗

FDI － － － －１．４７２∗∗ １．６７４∗∗∗ －１．６６７

PDI － － － ２．１３３∗∗∗ ０．４３７ １．９８５∗

INTERACTION － － － ４．１４８∗∗∗ １．６７７∗∗ ３．９２９∗

AGE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LN(FUND_EXP)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１

PRICE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１ －１．４０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７９７

TYPE － － － ２．１７１∗∗∗ － －

FDI×TYPE － － － ３．１１５∗∗∗ － －

PDI×TYPE － － － －１．６７５∗ － －

INTERACTION×TYPE － － － －２．５０１ － －

R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３ ０．２４５ ０．２６１ ０．１０７

F １１．３９２∗∗∗ ７．５３２∗∗∗ １．２８４ １０．３６４∗∗∗ １２．１３０∗∗∗ ２．２２６∗∗

VIF ＜１．５ ＜１．５ ＜１．５ ＜７ ＜１．５ ＜１．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VIF＜某一数值表示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的 VIF均小于该值.

　　从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FUND_EXP和 AG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PRICE的系数

却并不显著,说明筹款费用和组织年龄对组织所接收到的捐赠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与国外研究

结论一致[１８],但是捐赠价格在中国环境下与捐赠收入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刘亚莉的研究结

论不一致,可能与样本的选择不同有关,需要进一步分析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加入在线问责三

个指标及虚拟变量后,模型拟合度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从０􀆰０９５提高到０􀆰２４５,组织年龄在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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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再显著.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在线问责三个指标中在线业绩披露(PDI)和在线交互(INＧ
TERACTION)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这也验证了假设２和假设３.但是在线财务披露(FDI)对捐

赠收入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我们的预期正好相反,而结果表明组织类型(TYPE)调节了在线

财务披露和在线业绩披露对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这种调节效应,我们对子样本

进行了回归,结果如下:
(１)公募基金会的在线财务披露对组织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募基金会这种关系

并不显著,因此,假设１并未得到完全的验证.这可能是因为两种基金会在筹款中所面临的群体不

同,公募基金会是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筹款的,而非公募基金会只能面向特定群体进行筹款.２００４年

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公募基金会在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给予了更多的约束,公募基金会在募捐

活动过程中及过程后应及时向公众公布资金募捐情况及使用情况,而非公募基金会不存在公众募捐

活动,也就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公众对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有所期待,那些在线财务

披露程度高的组织会提升它们的公信力,从而留住已有捐赠者,吸引更多的潜在捐赠者.而非公募基

金会可以采用其他渠道向捐赠群体定向发送相关财务报告,组织没有很强的驱动力通过在线渠道进

行财务信息披露,同时普通大众对组织披露财务信息并没有像公募基金会那么期待,所以非公募基金

会的在线财务信息披露并没有显著影响公众对组织的认知.
(２)非公募基金会的在线业绩披露对组织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公募基金会这种关系

并不显著,因此,假设２并未得到完全的验证.这可能与两种基金会的发展背景有关,公募基金会大

多具有政府背景,在中国发展时间较长,而非公募基金会出现的时间较晚,因此,在业绩披露方面,公
募基金会受到严格约束,披露水平普遍较高,业绩披露不会显著影响组织捐赠收入.而非公募基金会

业绩披露的水平整体偏低,除了政府要求的披露内容外,大多非公募基金会不愿意过多地披露组织信

息,但从公益信托理论逻辑来看,非公募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同样有义务作为受托方向公众披露信

息.因此,那些在线披露更多业绩信息的组织,更好地履行了受托方责任,进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捐

赠者.
(３)在线交互性对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３

得到验证.这种影响机制除了上文基于制度理论的阐释外,还可以用信号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分

析.从信号理论视角出发,组织在线交互水平越高,组织向公众传达的交互信号就越强烈,这种交互

信号是一种积极的问责信号,可能会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知及后续的支持行为.从社会资本理论视

角出发,组织与公众的交互会影响组织的社会资本,组织交互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普遍信任,建立更多

横向的弱连接,增加公众在组织决策中的表达机会,这些组织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能会提升组织所

接收的捐赠收入.
总体而言,中国基金会的在线问责实践影响了组织的捐赠收入,但基金会类型调节了这种影响效

果.对公募基金会来说,在线财务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越高,组织所能接收到的捐赠收入也会越高;
而对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在线业绩披露和在线交互水平越高,组织所能接收到的捐赠收入也会越高.

五、研究结论及展望

在线问责实践是非营利组织一种新颖的问责形式,极大地方便了组织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交互沟通,提升了组织的可问责性,但组织的在线问责实践是否会真的提升组织的捐赠收入还缺乏系

统研究.为此,本文在回顾了在线披露及在线交互与慈善捐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线问责与

组织捐赠收入之间关系的假设,扩展了经典的捐赠经济模型,并以３３１家中国基金会为样本进行了实

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线问责实践显著影响了组织的捐赠收入,但在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

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公募基金会的在线财务披露对组织的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募基

金会这种关系并不显著;非公募基金会的在线业绩披露对组织的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公

募基金会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在线交互性对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都具有正向影响.

２９



本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及应用意义.在线问责实践是非营利组织研究的热点,也是提升组

织问责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在线问责实践对组织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从组织捐赠收

入这一角度考察了在线问责实践对组织的重要性,从理论上为在线问责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及驱动力,也丰富了非营利组织在线问责研究.
本文的研究对运营型非营利组织及公益支持型组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运营型非营利组

织来说,在线问责对组织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线问责水平会直接影响到组织未来所接收到的

捐赠.当前我国公益事业正处于改革期,公益丑闻让公众对组织的问责要求越来越高,组织筹款面临

的困难越来越大,公众的捐赠不再盲目,组织的可问责性成为公众捐赠的重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
改善组织的在线问责水平对于提升组织信誉及组织竞争优势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非营利组织一

定要善于利用各种新兴媒体提升组织在线信息披露能力以及在线交互能力,将在线问责实践作为一

种组织问责的常态存在,只有这样,组织的问责水平才能提升上去,组织才能接收到更多的捐款.对

于公益支持型组织来说,他们的宗旨是扶持中小型组织,提升他们的能力,在线问责是当前组织需要

提升的重要能力,支持性组织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这些组织构建他们的信息化平台,以尽

快提升组织的在线问责水平.
当然,本文也存在很多研究局限.第一,本文以在线信息披露水平来衡量基金会组织的信息披露

情况,但是我们需要区分在线信息披露水平和在线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不同,在线信息披露质量不仅

体现在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上,还体现在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上.因此,构建完善的在线信息披

露指数框架并研究其他维度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将丰富我们当前的工作.第二,本文是基于功能性交

互视角对组织在线交互进行研究的,而过程性交互视角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过程性交互强调

组织与公众信息层面的交互,这种信息交互过程是否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及捐赠行为,以及功能性交互

和过程性交互分别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对用户产生影响,也需要我们去深入分析,双过程信息处理模型

或许是一个可以采用的分析框架.第三,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自中国基金会领域３３１家非教育基金会,
尽管研究取得了有意义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是否能够推广到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还有待

研究,特别是教育基金会和非教育基金会之间会有怎样的差别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其研究结果可以

丰富本文的研究结论.另外,本文只考察了非营利组织２０１１年在线问责实践对２０１２年捐赠收入的

影响,未来我们会持续收集多个年份的数据来修正本文的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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